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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代际流动性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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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ꎬ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ꎬ分析了中国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及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子女从事与其父母同类型职业的概率更高ꎬ且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

影响主要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ꎻ母亲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更大ꎬ但通过非市

场路径造成的影响较小ꎻ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职业类型最主要的因素ꎬ尤其是接受过

高等教育ꎬ可以非常显著地提升其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ꎻ虽然在各组样本中ꎬ
子女职业类型都会受到其父母职业类型的影响ꎬ但对于西部地区和非农户口样本ꎬ
通过非市场路径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ꎻ职业代际传递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降

低了不足 １１.１４％ꎬ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有限ꎮ
关键词: 职业ꎻ代际流动ꎻ劳动力市场ꎻ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４１.２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父母与其子女之间的代际流动固化问题ꎮ 代际流动固化既会影响劳

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ꎬ降低劳动力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ꎬ阻碍新发展格局的构

建ꎬ又会阻断年轻人的上升渠道ꎬ妨碍共同富裕的实现ꎮ 劳动力市场上的代际流动固化可用

职业代际流动固化来描述ꎬ即父母职业会显著影响其子女的职业ꎬ令其难以实现职业代际流

动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ꎬ破除妨碍劳动力、人

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ꎬ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ꎬ坚决防止两极分化ꎮ 提高职业代际

流动性ꎬ对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ꎬ防止阶层固化ꎬ推动经济发展ꎬ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战

略意义ꎮ 以此为出发点ꎬ本文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代际流动情况ꎬ并估计了其对

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ꎬ主要关注问题如下:第一ꎬ中国是否存在职业代际流动固化

问题ꎻ第二ꎬ如果存在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ꎬ那么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有多

大ꎻ第三ꎬ不同群体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否存在差异ꎮ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综合调查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ꎬ将职业分为体力劳动职业和脑力劳动职业两种ꎬ将父母职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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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女职业的影响路径分为市场路径和非市场路径两条ꎬ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

实证研究ꎮ
本文的结果表明ꎬ在中国ꎬ子女职业与其父母职业显著正相关ꎬ子女选择从事与其父母

相同职业的可能性更高ꎬ市场路径是父母职业影响其子女职业的主要路径ꎻ父母职业对其子

女职业的影响不同ꎬ相比较而言ꎬ母亲职业的影响更大ꎬ但通过非市场路径的影响更小ꎻ虽然

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会降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ꎬ但在我国ꎬ其影响有限ꎬ仅使我国的劳动

力市场化程度降低了不足 １１.１４％ꎻ对不同地区和户籍类型样本的分析皆表明ꎬ子女选择从

事与其父母相同职业的可能性更高ꎬ且市场路径的影响要明显大于非市场路径ꎻ虽然市场路

径的影响更大ꎬ但西部地区劳动者与东部、中部地区劳动者相比ꎬ非农户口劳动者与农业户

口劳动者相比ꎬ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非市场路径影响都更显著ꎻ受教育水平ꎬ尤其是接

受过高等教育ꎬ是对子女获得脑力劳动职业概率影响最大的因素ꎮ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ꎬ第三部分为理论逻辑ꎬ第四部分为变量

设定和统计描述ꎬ第五部分为计量模型及实证方法ꎬ第六部分为实证结果ꎬ第七部分为结论

及政策建议ꎮ

二、文献综述

研究代际流动性的角度有很多ꎬ其中基于 Ｂｅｃｋｅｒ 和 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９)建立的模型ꎬ针对代际

收入弹性开展的研究最为丰富ꎮ 但近年来ꎬ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职业代际流动性ꎮ 与

工资收入相比ꎬ通过职业变量对代际流动性进行研究具有很多优势ꎮ 首先ꎬ由于无法准确估

计样本的一生总收入ꎬ衰减不一致问题是无法避免的ꎬ即使使用多年平均收入作为代理变量

也仅能做到减小偏误ꎬ无法消除偏误(Ｓｏｌｏｎꎬ１９９２ꎻ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ꎬ１９９２)ꎮ 其次ꎬ许多经济学家

认为职业更能代表样本长期的经济地位情况(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ｅｒꎬ１９８９ꎻ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ꎬ１９９２)ꎮ 再次ꎬ很
多关于工资收入的数据都是通过样本回忆的方式获得的ꎬ以此种方式得到的数据很容易出

现较大的测量误差ꎬ而对职业的回忆通常要比对工资的回忆准确得多ꎮ
由于子承父业的传统和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低ꎬ目前关于职业代际流动

性的研究关注的多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职业相关性ꎬ因此在研究中使用的样本也大多为父

子样本ꎮ Ｌｏｎｇ 和 Ｆｅｒｒｉｅ(２０１３)使用转换矩阵对美国和英国父子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进行了

分析ꎬ发现美国 １８５０—１８８０ 年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高于同期的英国且高于现代的美国ꎮ
Ｍａｚｕｍｄｅｒ 和 Ａｃｏｓｔａ(２０１５)通过职业声望研究了美国父子间的职业相关性ꎬ发现使用职业声

望对代际流动性进行分析时ꎬ分析结果也会存在衰减偏误ꎬ且在儿子职业中期时衰减偏误最

小ꎮ 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２０１８)通过转换矩阵分析了美国爱荷华州父子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情况ꎬ发
现 ２０ 世纪早期以来ꎬ爱荷华州的职业代际流动性下降了ꎬ且农村孩子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比

城市孩子要高ꎮ Ｍｏｄａｌｓｌｉ(２０１７)使用转换矩阵进行分析ꎬ发现挪威父子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

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ꎮ
除了父子样本之外ꎬ也有部分学者对父女、母子、母女样本进行了研究ꎮ Ｈｅ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和

Ｍｏｒｒｉｌｌ(２０１１)使用多项 ｌｏｇｉｔ 模型对美国父女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进行了研究ꎬ发现女性劳

动参与率的提升提高了父亲对女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ꎬ且女儿从事与父亲相同职业

的概率比从事其他职业至少要高 ２０％ꎮ Ｈｏｕｔ(２０１８)对美国父母与子女之间职业地位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ꎬ发现美国劳动者的职业地位显著地受到其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ꎬ在以双亲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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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收入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家庭中ꎬ父母或父亲的职业地位升高 １ 分ꎻ则其子女的职业地位

升高 ０.５ 分ꎻ在以双亲收入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家庭中ꎬ男性和女性职业地位受其父母职业地

位的影响差异不大ꎬ但在以母亲收入为家庭收入来源的家庭中ꎬ较男性而言ꎬ女性的职业地

位受其父母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ꎮ
由于缺乏数据ꎬ对于中国职业代际流动性的研究起步较晚ꎮ 总体来看ꎬ在中国的劳动力

市场上ꎬ父母从事的职业与其子女从事的职业具有较强的相关性ꎬ但是这种相关性会随时间

的推移而变化ꎮ 黄衍华和乔晓春(２０１７)使用 １９９０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 １％样本ꎬ通过对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职业地位进行分析ꎬ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较弱ꎬ较父亲

而言ꎬ母亲职业地位对子女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ꎮ 到了改革开放中期之后ꎬ这种代际流动性

进一步减弱ꎬ但父亲在高收入行业工作会显著提升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许庆红ꎬ
２０１８)ꎮ 张桂金等(２０１６)将中国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的研究从二代人拓展到了三代人ꎬ发
现在 １９８０ 年以前出生的劳动者所处阶层受到祖代的影响较小ꎬ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ꎬ孙代

的职业阶层不但会受到父代职业阶层的影响ꎬ还会受到祖代职业阶层的显著影响ꎮ 此外ꎬ虽
然接受教育可以帮助劳动者向更高的职业阶层流动ꎬ但是家庭背景对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

存在较大的影响ꎮ 张顺和祝毅(２０１７)发现ꎬ城市居民中的中上层、上层代际职业地位继承性

较高ꎬ中层及以下阶层的代际职业继承性相对较低ꎮ 褚翠翠和孙旭(２０１９)发现ꎬ近 ４０ 年来

中国职业代际流动性呈波浪式发展ꎬ１９７０ 年代职业的代际流动性最高ꎬ１９８０ 年代职业的代

际流动性最低ꎬ１９９０ 年代职业的代际流动性介于两者之间ꎮ 总体而言ꎬ关于中国的研究仍集

中于父亲对子女的影响ꎮ
与上述文献相比ꎬ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ꎬ不仅考虑父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ꎬ同时

也将母亲职业纳入了考量ꎻ第二ꎬ将父母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路径分为市场路径和非市场

路径ꎬ分别对两条路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ꎻ第三ꎬ分析职业代际流动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化

程度ꎬ并测度了影响大小ꎮ

三、理论逻辑

在竞争性的市场上ꎬ个人的职业应由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决定ꎮ 对于家庭背景较好的

劳动者ꎬ一方面由于其父母的能力较强ꎬ所以其可能会具备更高的天赋(如智商)ꎻ另一方面

由于其父母的收入较高ꎬ对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能力也更强ꎮ 因此ꎬ劳动者的家庭背景通

常与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呈正相关关系ꎬ由这部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导致的职业差异是市

场机制作用的正常结果ꎮ 然而除此之外ꎬ家庭背景较好的劳动者还可以通过其父母的社会

地位、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ꎬ这种非市场因素的影响会导致职业与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偏离ꎬ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ꎮ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ꎬ家庭背景

较好的劳动者通常会从事脑力劳动职业ꎬ而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又通常是导致家庭背景

较好的重要原因ꎬ这就造成了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ꎮ
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是职业代际传递的直接结果ꎮ 职业代际传递的路径可以分为两

条ꎬ一条通过市场机制实现ꎬ可以称之为市场路径ꎮ 通过市场路径实现职业代际传递的主要

影响因素为人力资本和个人偏好ꎮ 另一条路径通过市场机制之外的其他途径实现ꎬ可称为

非市场路径ꎮ 非市场路径实现职业代际传递主要通过社会关系ꎮ 已有研究表明劳动者的职

业获得会受到非市场因素的显著影响ꎮ Ｌｏｕｒｙ(２００６)发现ꎬ高达 ５０％的劳动者的工作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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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朋友和熟人找到的ꎮ 此外ꎬＤｉ Ｐｉｅｔｒｏ 和 Ｕｒｗｉｎ(２００３)发现ꎬ孩子的成绩显著依赖于其父

母ꎬ尤其是父亲的社会地位ꎬ且父子之间的联系强于父女之间的联系ꎬ母女之间的联系强于

母子之间的联系ꎮ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２０００)也表明ꎬ子女地位与父母地位高度相关ꎬ儿子的职业获

得十分依赖于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ꎬ且高收入家庭的代际传递性更强ꎮ 这些研究都表明了

父母的社会地位与其子女的职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ꎮ 下面对这两种职业代际传递路径分别

进行分析ꎮ
首先考虑市场路径ꎮ 市场路径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本ꎮ 本文将决定个人劳动边

际生产力水平的人力资本分为普通人力资本和特殊人力资本ꎬ普通人力资本指的是对于各

个职业劳动边际生产力贡献相同的人力资本ꎬ主要通过义务性初等、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

的基础课程等途径进行积累ꎻ特殊人力资本指的是仅能提高特定职业劳动边际生产力的人

力资本ꎬ主要通过中等、高等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及专业课程、工作经验、相关培训等方式进行

积累ꎮ 这两种人力资本积累都会受到父母职业的影响ꎮ 对于普通人力资本来说ꎬ由于从事

脑力劳动职业的父母拥有较高收入且可能更重视人力资本积累ꎬ其可以也更可能为子女进

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ꎬ从而使子女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ꎮ 就特殊人力资本而言ꎬ
一方面ꎬ同样由于上述因素ꎬ对于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父母而言ꎬ其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水

平可能更高ꎮ 另一方面ꎬ父母职业还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影响子女职业:一是成长环境ꎮ 由

于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ꎬ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ꎬ子女对父母所从事的职业显然会更加了解ꎬ
正如一个经营饭店的家庭抚养的孩子显然比一对经济学教授夫妇的子女更加了解怎样经营

好一家饭店ꎬ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都会帮助子女积累与其父母从事职业相关的特殊人力资

本ꎬ这可能会使子女更倾向于选择与其父母相同的职业ꎮ 二是个人偏好ꎮ 由于父母职业很

有可能是其子女最了解的职业ꎬ因而父母职业对子女的职业偏好也会产生一定影响ꎮ
再来考虑非市场路径的实现机制ꎮ 一方面ꎬ由于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父母通常拥有更

高的社会经济地位ꎬ因而他们可以通过其拥有的社会关系和人脉资源帮助其子女通过考核ꎬ
获得脑力劳动职业ꎮ 另一方面ꎬ从事某一职业的父母在其职业范围内通常拥有更广泛的人

脉资源关系ꎬ从而降低其子女从事该职业的门槛ꎮ 此外ꎬ可能还有部分单位在招聘时会更倾

向于父母社会地位高的求职者ꎬ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资源ꎮ
上述两条路径对子女职业的影响虽然都是代际传递的结果ꎬ但从劳动力市场化的角度

来看ꎬ其对劳动力市场化的影响却是不同的ꎮ 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代际传递虽然可能会带

来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ꎬ但是劳动者从事的职业最终还是由其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比较

优势决定的ꎬ职业代际传递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存在ꎬ因
而并不会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带来负面影响ꎮ 但是通过非市场路径实现的代际传递却不

同ꎬ其通常不会将劳动者分配到最适合他的职业岗位上去ꎬ降低了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

能力ꎬ可以认为ꎬ通过非市场路径实现的代际传递降低了劳动力市场化程度ꎮ 具体来说ꎬ通
过非市场路径对劳动者从事某一职业的概率造成的影响越大ꎬ其对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

正常运行的干扰就越强ꎬ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就越低ꎮ

四、变量设定和统计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的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ＣＧＳＳ)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ꎮ ２０１７ 年 ＣＧＳＳ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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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调查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份ꎬ共完成有效样本 １２ ５８２ 份ꎻ２０１５ 年的 ＣＧＳＳ 项目调查覆盖全

国 ２８ 个省份的 ４７８ 个村 /居委会ꎬ共完成有效问卷 １０ ９６８ 份ꎻ２０１３ 年的 ＣＧＳＳ 项目调查覆盖

全国 ２８ 个省份的 ４７８ 个村 /居委会ꎬ样本总量 １１ ４３９ 个ꎮ 在数据筛选过程中ꎬ由于本文研究

的是劳动力市场问题ꎬ因此选择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年龄人口作为本文使用的样本ꎬ
按照中国的相关规定ꎬ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 １６－６０ 周岁的男性及 １６－５５ 周岁的女性ꎬ在剔除

掉不满足上述要求的样本与相关变量值缺失、无法回答和不知道的样本之后ꎬ本文最终使用

的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样本分别为 ３ ０８０ 个、１ ７４３ 个、２ ３７８ 个ꎮ 本文进行的数据分析

及实证分析全部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 软件实现ꎮ
变量设定见表 １ꎮ 本文使用的被解释变量为子女职业类型ꎬ解释变量为样本父母的职业

类型ꎬ控制变量包括样本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省份和年份ꎬ其他变量包括样本的所属地

区和户口类型ꎮ
职业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ꎬ有学者按所需技术及是否体力劳动将职业划分为四大类

(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Ｂｏｌｉｖｅｒꎬ２０１３)ꎬ有学者依照中国职业分类ꎬ按是否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阶层将

职业划分为三类和五类(李路路、朱斌ꎬ２０１５)ꎬ有学者将职业分为蓝领、白领和农民(黄衍华、
乔晓春ꎬ２０１７)ꎬ还有学者按职业声望等指标对职业进行分类(张顺、祝毅ꎬ２０１７)ꎮ 总体来看ꎬ
对职业进行分类的依据大致有两种ꎬ第一种是按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职业进行划分ꎬ再
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细分ꎻ第二种是按照职业声望等指标将职业进行划分ꎬ职业的指标得

分通常取决于从事该职业人员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ꎮ 由于第二种划分方式通常依据

个人特征ꎬ对职业本身的特征缺乏关注ꎬ因而本文采用第一种划分方式ꎬ即建立在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分类基础上的职业划分方法ꎮ
虽然对职业的划分越细致越好ꎬ但是由于受到样本量的限制且为了便于分析ꎬ本文选择

将职业类型按 ＣＧＳＳ 提供的职业编码分为脑力劳动职业(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职业(体
力劳动者)两类ꎬ其中脑力劳动职业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 １、２、３、４ 的职业ꎬ分别为立法

者、高级官员和管理者ꎬ专业人员ꎬ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助理ꎬ办事员ꎬ这类职业的从业人员

通常以脑力劳动为主ꎬ技术含量相对较高ꎻ体力劳动职业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 ５、６、７、８、
９ 的职业ꎬ分别为服务人员及商店和市场销售人员ꎬ农业和渔业技术员ꎬ工艺及有关人员ꎬ机
械机床操作员和装配工ꎬ非技术人员ꎬ这类职业的从业人员通常以体力劳动为主ꎬ技术含量

相对较低ꎮ
本文使用的户口类型变量是按照样本被调查时的户口登记状况确定的ꎬ农业户口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中包括农业户口和以前是农业户口的居民户口ꎬ在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

中只包括农业户口ꎻ非农户口在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中包括非农业户口和以前是非农

业户口的居民户口ꎬ在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中只包括非农业户口ꎮ
本文使用的受教育水平变量是按照样本被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及其相关情况确定的ꎬ

小学及以下组包括受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私塾、扫盲班、小学的样本

及初中未毕业的样本ꎻ初中组包括受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的样本及职业高中、普
通高中、中专、技校未毕业的样本ꎻ中专和高中组包括受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为职业高中、普
通高中、中专、技校毕业的样本及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未毕业的样本ꎻ大专及以上组包括受访

时的最高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大学本科毕业的样本和研究生及以上的样本ꎮ
本文使用劳动者的工作经验变量ꎬ而没有使用劳动者的年龄变量ꎮ 主要是由于虽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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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及其子女的职业会随其年龄的变化而变化ꎬ但相较于年龄而言ꎬ工作经验可以直接反映劳

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ꎬ且对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具有更直接的影响ꎮ 同时ꎬ劳动者

的年龄和工作经验通常具有较强的相关性ꎮ
本文的地区变量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地区ꎮ

　 　 表 １ 　 　 本文使用变量及其设定
变量名称 变量设定

子女职业类型
按样本被访时所从事的主要非农工作的职业编码ꎬ分为脑力劳动职业和体力劳动职
业ꎬ脑力劳动职业＝ １ꎬ体力劳动职业＝ ０ꎮ

父母职业类型
按样本 １４ 岁时其父亲和母亲从事工作的职业编码ꎬ分为一个四水平的哑变量ꎬ即
[(父职业＝脑力劳动ꎬ母职业＝脑力劳动)ꎬ(父职业 ＝脑力劳动ꎬ母职业 ＝体力劳动)ꎬ
(父职业＝体力劳动ꎬ母职业＝脑力劳动)ꎬ(父职业＝体力劳动ꎬ母职业＝体力劳动)]ꎮ

受教育水平
按照样本被访时的最高教育程度及其相关情况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和高中、大
专及以上四组ꎬ其中小学及以下组为对照组ꎮ

工作经验 样本被访时从事非农工作的年限ꎮ
户口类型 按样本被访时的户口登记状况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ꎬ农业户口＝ ０ꎬ非农户口＝ １ꎮ
地区 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ꎮ①

表 ２ 给出了所使用样本的职业代际流动矩阵ꎬ其描述的是对于从事各类职业的父亲、母
亲来说ꎬ其子女从事各类职业的占比情况ꎮ 可以看出ꎬ子女职业和父母职业之间有很高的关

联性ꎬ在父亲为脑力劳动者的样本中ꎬ子女与其父亲职业类型相同的比例超过 ６４％ꎻ对于从

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母亲ꎬ其子女有超过 ７０％也从事脑力劳动职业ꎬ相较于父亲而言更高ꎮ 对

于从事体力劳动职业的父母ꎬ其子女从事体力劳动职业的比例也更高ꎮ 据此看来ꎬ我国存在

职业代际传递现象ꎬ且这种现象在母亲与子女之间更为普遍ꎮ 职业代际流动矩阵对职业代

际传递情况进行了较为直观的描述ꎬ但父母职业对子女所在职业的影响有多大? 其中有多

少来自于非市场路径? 还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ꎮ

　 　 表 ２ 　 　 职业代际流动矩阵

子女职业类型
父亲职业类型 母亲职业类型

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２０１３ 年
脑力劳动 ６４.０４ ３２.９５ ７０.４７ ３４.８９
体力劳动 ３５.９６ ６７.０５ ２９.５３ ６５.１１

２０１５ 年
脑力劳动 ６７.６１ ３６.４１ ７７.２９ ３７.６７
体力劳动 ３２.３９ ６３.５９ ２２.７１ ６２.３３

２０１７ 年
脑力劳动 ６７.８６ ３６.９９ ７４.６ ３８.０５
体力劳动 ３２.１４ ６３.０１ ２５.４ ６１.９５

表 ３ 给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ꎮ 从受教育水平看ꎬ随时间推移ꎬ两类劳动者的平均

受教育水平都呈上升趋势ꎬ但脑力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升更快ꎬ且大多受过高等教

育ꎬ而体力劳动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较低ꎮ 这当然和两种职业的性质有关ꎬ脑力劳动者

多需要进行复杂劳动ꎬ而体力劳动者更多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ꎮ 从户口类型看ꎬ脑力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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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地区变量包括东部、中部、西部地区ꎬ按照“七五”计划时期国家统计局使用的“东中西三大地

带”经济区划(不包括港澳台地区)ꎬ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
东、广西、海南ꎻ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ꎻ西部地区包括陕西、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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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非农户口ꎬ体力劳动者多为农业户口ꎮ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业户口

和非农户口样本在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方面存在差距ꎬ也可能是因为脑力劳动者更有机会获

得非农户口ꎮ 分地区来看ꎬ东部地区脑力劳动者占比更高ꎮ 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ꎬ产业结构更优ꎬ对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ꎻ另一方面是由于其经济发展迅速ꎬ工
资水平较高ꎬ对人才的吸引力更大ꎮ 同时ꎬ经济发展为东部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

便利条件ꎬ增加了人才供给ꎮ

　 　 表 ３ 　 　 变量统计描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

脑力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 体力劳动者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小学及以下 ０.０５ ０.２１ ０.２５ ０.４４ 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４２ ０.０３ 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４３
初中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０９ ０.２８ ０.３８ ０.４９ ０.０５ ０.２２ ０.３５ ０.４８
中专和高中 ０.２５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４３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２６ ０.４４
大专及以上 ０.５８ ０.４９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６７ ０.４７ ０.１１ ０.３１ ０.７５ ０.４３ ０.１６ ０.３６
工作经验 １４.５６ １０.０７ １３.４９ ９.３９ １４.８６ １０.２４ １４.７４ ９.９９ １５.６７ １２.６３ １７.３０ １４.８６
户口类型 ０.６７ ０.４７ ０.３３ ０.４７ ０.６８ ０.４７ ０.３９ ０.４９ ０.６６ ０.４７ ０.３１ ０.４６
性别 ０.５６ ０.５０ ０.６３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５７ ０.５０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５７ ０.４９
东部地区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５１ ０.５０ ０.６６ ０.４７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７０ ０.４６ ０.５８ ０.４９
中部地区 ０.２２ ０.４２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２４ ０.４３ ０.３３ ０.４７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２５ ０.４３
西部地区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１０ ０.３０ ０.１５ ０.３６ 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１７ ０.３８
样本数 １ ２１２ １ ８６８ ７５６ ９８７ １ ０４３ １ ３３５

五、计量模型及实证方法

由于本文的职业分类是二分法ꎬ因此选择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ꎮ 父母职业对子女职

业的影响可以通过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对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概率的影响来反映ꎬ本
文使用父母职业类型作为解释变量ꎬ子女职业类型作为被解释变量ꎬ回归方程如下:

Ｐ(ｏｃｃｕｉ ＝ １ ｜ 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ｃｕｉꎬ Ｘ ｉ)＝
ｅｘｐ(β１×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ｃｕｉ＋β２Ｘ ｉ＋θｐｔ)

１＋ｅｘｐ(β１×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ｃｕｉ＋β２Ｘ ｉ＋θｐｔ)
(１)

(１)式中:ｏｃｃｕｉ为样本 ｉ 的职业类型ꎬ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ｃｕｉ为样本 ｉ 父母的职业类型ꎬＸ ｉ为控制变量ꎬ包
括样本 ｉ 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ꎬβ 为待估计系数ꎬθｐｔ为省份×时间固定效应ꎬ省份为行政

省份ꎬ时间为年份ꎮ 考虑到同一地区的各个省份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ꎬ为更好地控制固定

效应ꎬ本文以省份为控制变量ꎮ
根据前文的分析ꎬ父母职业类型对其子女职业类型的影响是市场路径和非市场路径共

同作用的结果ꎬ而职业代际流动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是通过非市场路径实现的ꎬ为得

到职业代际流动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ꎬ需将通过非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分离出来ꎮ
在对式(１)进行回归时ꎬ可先仅对解释变量和省份×时间固定效应进行回归ꎬ再对市场路径

的影响因素Ｘ ｉ加以控制后进行回归ꎬ两个回归结果的边际效应之差即为非市场路径的影响ꎮ
为保证回归方程成立ꎬ需要注意遗漏变量问题ꎮ 根据前文的分析ꎬ通过市场路径影响职

业代际传递的因素既包括基因等遗传因素、义务性的初等、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基础课

程等普通人力资本要素ꎬ又包括父母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中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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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专业课程、工作经验、相关培训等特殊人力资本要素ꎬ还包括由父母造成的子女的职

业偏好ꎮ 但由于数据所限ꎬ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是无法获得的ꎬ最终本文选择了劳动者的受

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作为衡量市场路径造成影响的因素ꎬ通过对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工

作经验加以控制ꎬ可以得到职业代际传递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影响的上限ꎮ 这样的变量选

择不会产生较大偏误ꎬ原因如下ꎮ
被遗漏的变量主要包括基因等遗传因素、父母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相关培训、父母

造成的子女职业偏好ꎬ下面逐一分析这些因素通过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ꎮ 第一ꎬ基因等遗传

因素ꎮ 平均来看ꎬ劳动者的基因等遗传因素通常与其受教育水平是息息相关的ꎬ因而受教育

水平变量中包含着大量基因等遗传因素的信息ꎬ所以通过对受教育水平的控制ꎬ可以在较大

程度上控制住基因等遗传因素造成的影响ꎮ 第二ꎬ相关培训ꎮ 在就业以后ꎬ劳动者尤其是脑

力劳动者参加的培训ꎬ其主要目的多是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ꎬ而这与其工作年限ꎬ也就是本

文中使用的工作经验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ꎬ因而通过对工作经验变量的控制ꎬ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住相关培训造成的影响ꎮ 第三ꎬ父母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ꎮ 从脑力劳动的职

业特点来看ꎬ其从业者通常都要在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和训练后ꎬ才可以胜任脑力劳动职业的

相关岗位ꎬ而在大多数情况下ꎬ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仅限于在早期让子女对该职业有一个大概

的了解和简单的认识ꎬ而非培养子女从事某一职业所需的具体技能ꎬ因而其造成的影响较教

育和工作经验来讲要小得多ꎮ 第四ꎬ父母造成的子女职业偏好ꎮ 通常而言ꎬ父母多会影响其

子女的职业偏好ꎬ但需要注意的是ꎬ虽然许多子女倾向于从事与其父母相同的职业ꎬ但也有

不少子女倾向于从事与其父母不同的职业ꎬ这会使得父母造成的子女职业偏好对职业代际

传递的平均影响较小ꎮ 总体而言ꎬ虽然在控制住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之后ꎬ这些遗漏变量

通过市场路径对子女职业选择造成的影响有限ꎬ但依然是存在的ꎬ且基因等遗传因素、父母

的耳濡目染和言传身教、相关培训等因素既与父母是否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正相关ꎬ又与子女

是否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正相关ꎬ因而在仅控制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的情况下ꎬ得到的职业

代际传递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是一个上限ꎮ
根据前文的分析ꎬ职业代际流动固化会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ꎬ造

成劳动力资源配置扭曲ꎬ降低劳动力市场化水平ꎮ 因而ꎬ可以通过职业代际传递情况来衡量

代际传递对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ꎮ 可以认为ꎬ在劳动力市场上ꎬ父母职业类型对子女职

业类型的影响越大ꎬ劳动力市场化水平就越低ꎮ 不妨考虑两种极端的情形ꎬ假设有两个社会

Ａ 和 Ｂꎬ在社会 Ａ 中ꎬ子女完全继承其父母的职业ꎬ也就是说子女职业类型完全由其父母的

职业类型决定ꎬ而与子女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较优势、偏好等个人特征无关ꎬ此时父

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会使其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上升至 １００％ꎬ且影响全部来自非

市场路径ꎻ在社会 Ｂ 中ꎬ父母职业类型不会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其子女的职业类型造成影响ꎬ
也就是说子女职业类型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较优势、偏好等个人特征

要素ꎬ在对这些要素加以控制之后ꎬ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对其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概率

的影响为 ０ꎮ 如果在这两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其他干预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

因素ꎬ毫无疑问ꎬ在上述两个社会中ꎬ社会 Ａ 中的劳动力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没有起

到任何作用ꎬ可以说在社会 Ａ 中根本不存在劳动力市场ꎻ而在社会 Ｂ 中ꎬ劳动力市场充分发

挥了其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能力ꎬ不存在非市场路径造成的扭曲ꎮ 因而ꎬ可以使用父母职

业类型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子女职业类型造成的影响大小测度职业代际流动性对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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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的影响ꎮ 更进一步来说ꎬ可以将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子女从事

脑力劳动职业概率造成的影响ꎬ作为从代际流动性角度衡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指标ꎮ 若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职业通过非市场路径使得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提高到 １００％ꎬ则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 ０ꎻ若没有使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得到提高ꎬ则未对劳动力市

场化程度产生影响ꎮ
设通过非市场路径ꎬ父母从事脑力劳动对子女从事脑力劳动的平均边际效应为 Ｍꎮ 当

不存在职业代际流动固化问题造成的扭曲时ꎬ每个样本的边际效应Ｍｉ ＝ ０ꎬ记此时的平均边

际效应为 Ｍ１ꎬ则有Ｍ１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Ｍｉ ＝ ０ꎬ其中 ｎ 为样本数ꎬ此时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ＭＬＭ)为

１ꎮ 当子女能否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完全由其父母的职业类型决定时ꎬ需分情况说明ꎮ 为方便

分析ꎬ假定父母职业类型对其子女职业类型的边际影响相同ꎮ 此时ꎬ若父母皆为脑力劳动

者ꎬ则其子女为脑力劳动者的概率为 １ꎻ若父母有 １ 人为脑力劳动者ꎬ则其子女为脑力劳动者

的概率为 ０.５ꎻ若父母皆为体力劳动者ꎬ则其子女为脑力劳动者的概率为 ０ꎮ 由于子女职业完

全由其父母职业决定ꎬ不受其他因素影响ꎬ所以当且仅当Ｍｉ ＝ １ 时ꎬ上述情况成立ꎮ 记此时的

平均边际效应为Ｍ２ꎬ有 Ｍ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Ｍｉ ＝ １ꎬ此时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ＭＬＭ)为 ０ꎮ 若假定边

际影响是同质的ꎬ即职业代际传递造成的影响(Ｍ)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ＭＬＭ)之间为线性

关系ꎬ则有:
ＭＬＭ＝ １－Ｍ (２)

按上述分析ꎬ根据(１)式得到的 Ｍ 为哑变量“父职业＝脑力劳动ꎬ母职业 ＝脑力劳动”的
平均边际效应ꎬ记为Ｍ′ꎬ将Ｍ′代入(２)式ꎬ即可得到从职业代际传递的角度衡量的劳动力市

场化程度ꎮ

六、实证结果

(一)基础回归结果

表 ４ 给出了子女职业类型与父母职业类型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ꎬ其中模型 １、２ 分别为

仅考虑解释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ꎮ 表 ４ 的结果显示ꎬ第一ꎬ父母职业会显著地影

响其子女的职业ꎬ且母亲职业的影响要大于父亲职业ꎮ 具体而言ꎬ仅父亲从事脑力劳动职业

可以使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提升 ２０.３０％ꎬ仅母亲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可以使该概率

提升 ２４.７６％ꎬ父母皆从事脑力劳动可以使该概率提升 ３８.３９％ꎮ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

以下几点ꎮ 首先ꎬ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提高使得母亲在子女的教育和培养方面有了

更大的话语权ꎻ其次ꎬ母亲在其子女成长期间通常会花费比父亲更多的时间在子女身上ꎬ因
而母亲对其子女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ꎮ 第二ꎬ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对其职业也具

有非常显著的影响ꎬ在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控制之后ꎬ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明显减

小ꎮ 具体而言ꎬ通过非市场路径ꎬ仅父亲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可以使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

概率提升 ８.４０％ꎬ仅母亲从事脑力劳动职业可以使该概率提升 ５.６９％ꎬ父母皆从事脑力劳动

职业可以使该概率提升 １１.１４％ꎮ 不难发现ꎬ在剔除掉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之后ꎬ父母职业

类型对子女职业类型造成的影响虽大幅减小ꎬ但仍然显著ꎬ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职业代际

传递主要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ꎬ但非市场路径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ꎬ且在部分剔除掉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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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后ꎬ父亲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超过了母亲ꎬ这表明母亲职业对其子

女职业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ꎮ 第三ꎬ对子女职业类型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受教

育水平ꎬ接受过中高等教育可以显著地提升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ꎬ尤其是接受过高

等教育ꎬ可以使子女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提升约 ６７％ꎮ 为保证回归结果可信ꎬ对回归中

涉及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ꎬＶＩＦ 值均未超过 ３ꎬ可以认为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问题①ꎮ

　 　 表 ４ 　 　 子女职业类型与父母职业类型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系数 / ｔ 统计量 平均边际效应 系数 / ｔ 统计量 平均边际效应

父职业 ＝ 脑力劳动ꎬ母职业 ＝
脑力劳动

１.８０７９∗∗∗

(１８.１４４２) ０.３８３９
０.７２９０∗∗∗

(６.４７３７) ０.１１１４

父职业 ＝ 脑力劳动ꎬ母职业 ＝
体力劳动

０.９５６１∗∗∗

(１２.５６３４) ０.２０３０
０.５５０１∗∗∗

(６.０５４２) ０.０８４０

父职业 ＝ 体力劳动ꎬ母职业 ＝
脑力劳动

１.１６６３∗∗∗

(９.５９８１) ０.２４７６
０.３７２２∗∗∗

(２.６５００) ０.０５６９

工作经验
０.０１３２∗∗∗

(４.９９４０) ０.００２０

初中
０.４０６７∗∗∗

(３.３３３３) ０.０４５３

中专和高中
１.６３９２∗∗∗

(１４.２１８８) ０.２６７２

大专及以上
３.４６４６∗∗∗

(２９.０２４４) ０.６６９２

省份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４９１ －２.１２７４∗∗∗

(０.４６５９) (－１２.８１７３)
样本数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ꎬ下同ꎮ

根据模型 ２ꎬ可得到职业代际传递的平均边际影响为 １１.１４％ꎬ根据式(２)ꎬ可以得到从代

际流动性角度衡量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 ８８.８６％ꎮ 该结果表明职业代际传递对中国劳动

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不是太大ꎬ且根据前文的分析ꎬ该影响只是一个上限ꎬ也就是说这里得

到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只是一个下限ꎬ实际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应该更高ꎬ这也更表明了职

业代际传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造成的影响有限ꎮ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分别从改变职业分类、更换解释变量、扩大样本范围、考
虑内生性问题 ４ 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１.改变职业分类

如前所述ꎬ职业分类的方法有很多ꎬ本文采用的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二分法ꎬ为进

行检验ꎬ本文将职业类型重新划分为专业和管理层、技术非体力职业层、技术体力职业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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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力职业层四类ꎬ其中专业和管理层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 １、２ 的职业ꎬ技术非体力

职业层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 ３、４ 的职业ꎬ技术体力职业层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 ５、
７、８ 的职业ꎬ非技术体力职业层包括职业编码首位数字为 ６、９ 的职业ꎮ 由于职业分类变为四

类ꎬ需使用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ꎬ将专业和管理层设定为基准组ꎬ回归结果见表 ５ꎮ 可以看

出ꎬ父母的职业类型对子女选择与其同类型职业的概率提升最为明显ꎬ这验证了职业代际传

递的存在ꎬ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ꎮ

　 　 表 ５ 　 　 职业四分类 ｍ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技术非体
力职业层

技术体力
职业层

非技术体
力职业层

技术非体
力职业层

技术体力
职业层

非技术体
力职业层

技术非体
力职业层

技术体力
职业层

非技术体
力职业层

父亲为技术非体
力职业层

０.３９３３∗∗∗ ０.４２８６∗∗∗ ０.４６１５∗

(３.０４０６) (２.８１５３) (１.７９９６)
父亲为技术体力
职业层

０.３１３１∗∗∗ ０.７６２０∗∗∗ ０.６２３７∗∗∗

(２.８１５８) (６.１３３３) (３.０４８３)
父亲为非技术体
力职业层

－０.０３３２ ０.７１１８∗∗∗ ０.７９２５∗∗∗

(－０.３１６３) (６.２４３１) (４.３０３６)
母亲为技术非体
力职业层

０.４０６０∗∗∗ ０.２８４５ ０.２３１４
(２.７２０３) (１.５２０８) (０.６０６０)

母亲为技术体力
职业层

０.３９２９∗∗∗ ０.６０９８∗∗∗ ０.４６４４
(２.９４３５) (３.８１５１) (１.４７０９)

母亲为非技术体
力职业层

－０.１５７３ ０.５０７３∗∗∗ ０.６９９０∗∗

(－１.２４４１) (３.３９５６) (２.３６１０)
父母为技术非体
力职业层人数

０.３４６６∗∗∗ ０.３３２６∗∗∗ ０.３４３１∗

(３.７７９４) (２.９７８１) (１.７２１１)
父母为技术体力
职业层人数

０.２８４８∗∗∗ ０.５６９６∗∗∗ ０.４６２８∗∗∗

(３.７８５５) (６.４４７６) (２.９５６７)
父母为非技术体
力职业层人数

－０.００２２ ０.４８８８∗∗∗ ０.５６２９∗∗∗

(－０.０３２０) (６.１５６３) (４.００２８)

工作经验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１８６∗∗∗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９７∗∗

(－２.１６９９) (－５.７１１１) (－２.３９８４) (－２.０３６５) (－６.１２７０) (－２.５９９１) (－２.０１３６) (－５.６８２０) (－２.３２０９)

初中
０.０２６７ －０.２３５８ －０.７８７９∗∗∗ ０.０１３２ －０.２６４４ －０.８１１６∗∗∗ ０.０１０１ －０.２４６２ －０.７８９７∗∗∗

(０.１１５２) (－１.２７５８) (－４.００２８) (０.０５７２) (－１.４３２７) (－４.１２８９) (０.０４３８) (－１.３３３１) (－４.０１３４)

中专和高中
－０.１５３８ －１.５１０６∗∗∗ －２.３７０４∗∗∗ －０.２０１５ －１.５５４５∗∗∗ －２.３９１１∗∗∗ －０.２０２５ －１.５２０４∗∗∗ －２.３５４６∗∗∗

(－０.７２５６) (－８.８１３３) (－１２.３０５４) (－０.９５０５) (－９.０８０９) (－１２.４２３２) (－０.９５３８) (－８.８６１６) (－１２.１９３９)

大专及以上
－０.７０６９∗∗∗ －３.５７２１∗∗∗ －５.１５３３∗∗∗ －０.７８８４∗∗∗ －３.６３２３∗∗∗ －５.１６６８∗∗∗ －０.７７５３∗∗∗ －３.５５９８∗∗∗ －５.１０４１∗∗∗

(－３.４４３２) (－２０.９０２８)(－２１.６１３６) (－３.８３２１) (－２１.２０４５)(－２１.５４４３) (－３.７５８３) (－２０.７３４６) (－２１.２６２５)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６１６８∗∗ ２.０７８９∗∗∗ １.２７０３∗∗∗ ０.６５７２∗∗ ２.２４８９∗∗∗ １.３５１２∗∗∗ ０.５０７１∗ １.７９９９∗∗∗ ０.９５７１∗∗

(２.４３４３) (８.６７４４) (３.７３５８) (２.５０５６) (８.７８０８) (３.３２８０) (１.９０３８) (６.８６５５) (２.４０６８)
样本数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７ ２０１
　 　 注: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值ꎮ

２.更换解释变量

将原先四水平哑变量的解释变量更换为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ꎬ回归结果见表 ６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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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调整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表 ４ 中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ꎬ可以认为通过了稳健性检

验ꎮ

　 　 表 ６ 　 　 以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为解释变量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系数 ｔ 统计量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 ０.４０７２∗∗∗ (８.１３４９)
工作经验 ０.０１３５∗∗∗ (５.１０１６)
初中 ０.４１２７∗∗∗ (３.３８４５)
中专和高中 １.６４２８∗∗∗ (１４.２５５６)
大专及以上 ３.４６１８∗∗∗ (２９.０２２３)
常数项 －２.１２７５∗∗∗ (－１２.８２２５)
省份 控制

时间 控制

样本数 ７ ２０１

３.扩大样本范围

将满足劳动年龄人口的乡村样本纳入回归样本ꎬ回归结果见表 ７ꎮ 回归结果显示ꎬ在将

乡村样本纳入后ꎬ模型 ３、４ 的回归结果与模型 １、２ 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ꎬ可以认为通过了稳

健性检验ꎮ

　 　 表 ７ 　 　 含乡村样本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 ３ 模型 ４

父职业＝脑力劳动ꎬ母职业＝脑力劳动
１.８５３７∗∗∗ ０.７０７５∗∗∗

(１９.０５３３) (６.４１５７)

父职业＝脑力劳动ꎬ母职业＝体力劳动
０.９４６６∗∗∗ ０.５４３８∗∗∗

(１３.１３９４) (６.２６５５)

父职业＝体力劳动ꎬ母职业＝脑力劳动
１.２５０４∗∗∗ ０.３９５４∗∗∗

(１０.３８１６) (２.８２５１)

工作经验
０.０１２６∗∗∗

(５.１１１９)

初中
０.４５９８∗∗∗

(４.０７８５)

中专和高中
１.７３４３∗∗∗

(１６.２０４５)

大专及以上
３.５６９１∗∗∗

(３２.０７８０)
省份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３７４ －２.１６８４∗∗∗

(１.３０５５) (－１３.４９６６)
样本数 ８ ３９０ ８ ３９０

　 　 注: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值ꎮ

４.内生性问题

(１)式的回归模型虽然不存在反向因果问题ꎬ但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ꎬ由此带来的内

生性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偏误ꎮ 为方便讨论内生性问题ꎬ本文使用线性概率模型代替先前

使用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ꎮ 对比表 ４ 和表 ８ꎬ可以看出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与 ｌｏｇｉｔ 模型基本一

致ꎮ 本文用父母受教育年限之和作为父母脑力劳动人数的工具变量ꎬ一方面ꎬ父母的受教育

情况与其职业类型联系紧密ꎻ另一方面ꎬ在控制父母职业类型后ꎬ父母受教育情况对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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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类型不会有直接影响ꎮ 设定小学及以下、初中、中专和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

分别为 ６ 年、９ 年、１２ 年、１６ 年ꎮ
根据表 ８ꎬ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与线性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一致ꎬ大

小差异不大ꎮ 回归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 ｃｏｒｒ. ＬＭ 统计量为 ２１２９. ６７８ꎬ对应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０ꎬ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为 ３０４６.３８４ꎬ大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工具检验 １０％的阈值 １６.３８ꎬ可
以认为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问题ꎮ①

　 　 表 ８ 　 　 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
线性概率模型 工具变量回归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７６６∗∗∗

(８.６１４７) (５.３４３０)

工作经验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２∗∗∗

(５.１３５８) (５.１３１５)

初中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４１６∗∗∗

(２.７４７８) (２.７３０９)

中专和高中
０.２６０７∗∗∗ ０.２６４０∗∗∗

(１６.９４３２) (１６.６７９９)

大专及以上
０.６５９４∗∗∗ ０.６５７９∗∗∗

(４２.６８２４) (３８.５８０７)
省份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２４２∗∗∗ ０.００４９
(５.３１９５) (０.１５３６)

样本数 ７ ２０１ ６ ９９６
　 　 注: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值ꎮ

综上ꎬ可以认为表 ４ 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ꎮ
(三)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共分为两组ꎬ一组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样本进行分析ꎬ另一

组分别对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样本进行分析ꎮ 由于在对样本分组后ꎬ以四分类哑变量作

为解释变量会导致部分分组内某一类的样本过少ꎬ考虑到以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为解释

变量与以四分类哑变量为解释变量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ꎬ因此此部分以父母从事脑力劳动

人数作为解释变量ꎮ
表 ９ 给出了按地区分类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ꎬ可以看出ꎬ不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

区ꎬ皆存在着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职业代际传递现象ꎬ且市场路径皆是职业代际传递的主要路

径ꎬ但在西部地区ꎬ非市场路径的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ꎮ 具体而言ꎬ在东部、中
部、西部地区ꎬ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每增加 １ 人ꎬ子女从事脑力劳动的概率分别会提升

２０.２４％、１８.９７％、２０.９１％ꎬ其中通过非市场路径提升的概率分别为 ６.５６％、５.２７％、７.４１％ꎮ 此

外ꎬ还可以发现各地区对子女职业类型影响最大的因素都是教育ꎬ且在西部地区教育的影响

最为显著ꎮ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ꎬ因而其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也应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ꎬ在这种情况下ꎬ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可以使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职

业的概率得到更大的提升ꎬ这体现出了西部地区高素质人才的匮乏ꎮ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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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按地区分类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
０.９３９２∗∗∗ ０.４１０５∗∗∗ ０.９１０２∗∗∗ ０.３６１５∗∗∗ １.００７１∗∗∗ ０.５４６１∗∗∗

(０.２０２４) (０.０６５６) (０.１８９７) (０.０５２７) (０.２０９１) (０.０７４１)

工作经验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１)

初中
０.３７２９∗∗ ０.２９７１ ０.６４０２∗∗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６７３)

中专和高中
１.６１０９∗∗∗ １.５８６８∗∗∗ １.７３０５∗∗∗

(０.２７７２) (０.２４８１) (０.２５５６)

大专及以上
３.２６７７∗∗∗ ３.５３９６∗∗∗ ４.０９１３∗∗∗

(０.６４５８) (０.６７７４) (０.７３８３)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０６０２ －１.９５６８∗∗∗ －０.１４９１ －１.４４９８∗∗∗ －０.８９５０∗∗∗ －２.６１５６∗∗∗

样本数 ４ ２０２ ４ ２０２ １ ８１２ １ ８１２ １ １８７ １ １８７
　 　 注:括号中为边际效应ꎮ

表 １０ 给出了按户籍类型分类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ꎬ可以看出ꎬ不论对于农业户口样本

还是非农户口样本ꎬ父母和子女之间都存在明显的职业代际传递现象ꎬ且皆以市场路径为

主ꎬ但非农户口样本受非市场路径影响要比农业户口样本大得多ꎮ 具体而言ꎬ对于农业户口

和非农户口样本ꎬ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每增加 １ 人ꎬ子女从事脑力劳动的概率会分别提升

１３.５３％和 １５.５９％ꎬ其中通过非市场路径提升的概率分别为 ３.７２％和 ６.８４％ꎮ 这表明非农户

口劳动者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更有可能从其父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中获益ꎬ农业户口

劳动者则会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ꎮ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农业户口劳动者的

父母通常也是农业户口ꎬ一方面他们即使获得了脑力劳动职业ꎬ也多从事的是脑力劳动职业

中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ꎻ另一方面ꎬ由于文化和观念方面的差异ꎬ他们很难融入到当地社会

中ꎬ因而其交往的圈子和可能获得的人脉资源会受到很大限制ꎬ所以难以通过非市场路径提

升其子女获得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ꎮ

　 　 表 １０ 　 　 按户籍类型分类的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非农户口

父母从事脑力劳动人数
０.７３５７∗∗∗ ０.２７７９∗∗ ０.７１１５∗∗∗ ０.４０１２∗∗∗

(０.１３５３) (０.０３７２) (０.１５５９) (０.０６８４)

工作经验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８)

初中
０.４１３８∗∗∗ ０.２３６１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３５８)

中专和高中
１.５９５０∗∗∗ １.３８３５∗∗∗

(０.２２３７) (０.２７１２)

大专及以上
３.５６８７∗∗∗ ３.０６２７∗∗∗

(０.６６６９) (０.６２５５)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１９３８ －１.９００５∗∗∗ ０.３０９０∗∗ －１.８４５８∗∗∗

样本数 ３ ７６８ ３ ７６８ ３ ４３３ ３ ４３３
　 　 注:括号中为边际效应ꎮ

七、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ꎬ将职业类型划分为脑力劳动职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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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劳动职业两类ꎬ将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造成影响的路径分为市场路径和非市场路径

两条ꎬ使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ꎬ进而从代际流动性的角度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

度ꎬ得到的主要结果及结论如下ꎮ
第一ꎬ总体来看ꎬ父母职业会显著影响其子女的职业ꎬ子女选择从事与其父母相同类型

职业的概率更高ꎬ该影响主要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ꎬ但通过非市场路径产生的影响也十分

显著ꎮ 第二ꎬ母亲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比父亲职业更大ꎬ但通过非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却

小于父亲职业ꎬ这表明母亲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ꎮ 第三ꎬ在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ꎬ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皆有显著影响ꎬ且主要通过市场路径实现ꎬ但
通过非市场路径造成的影响也皆十分显著ꎬ且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更大ꎮ 第四ꎬ不论是农业

户口还是非农户口的劳动者ꎬ父母职业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皆十分显著ꎬ且主要通过市场路

径实现ꎬ但对于非农户口劳动者ꎬ其父母职业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其职业产生的影响要比农业

户口劳动者显著得多ꎮ 第五ꎬ不论从总体上来说ꎬ还是分地区、分户籍类型来看ꎬ劳动者的受

教育水平都是决定其职业类型最重要的因素ꎬ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ꎬ可以非常显著地提升

其获得脑力劳动职业的概率ꎮ 在西部地区ꎬ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获得脑力劳动职业的帮助超

过东部和中部地区ꎮ 第六ꎬ职业代际传递通过非市场路径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降低

了不足 １１.１４％ꎬ表明其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有限ꎮ
据此ꎬ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如下ꎮ 第一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ꎮ 拥有城市户口的劳动者在

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更可能得到来自其父母的帮助ꎬ这就使得农业户口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

上处于天然劣势的地位ꎬ不但破坏了劳动力市场上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ꎬ阻碍了公平的实

现ꎬ还降低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代际流动性ꎬ导致阶层固化ꎮ 因此ꎬ应逐步取消部分城市的落

户限制ꎬ确保所有居民在落户、就业、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ꎮ 第二ꎬ加强区域之间的

协同发展ꎮ 分地区来看ꎬ在西部地区ꎬ父母职业通过非市场路径对其子女职业的影响更大ꎬ
表明各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进程存在差距ꎮ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ꎬ其劳

动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迟滞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ꎮ 此外ꎬ是否受

过高等教育在西部地区对劳动者职业类型的显著影响也表明了西部地区的人才匮乏ꎬ因此ꎬ
还需继续鼓励人才向西部流动ꎬ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ꎮ 第三ꎬ增加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

的投资ꎮ 一方面ꎬ本文的结果显示出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ꎬ尤其是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决

定其职业类型最重要的因素ꎬ这表明市场为劳动者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向脑力劳动职业流动

的机会ꎬ政府应继续加大对教育ꎬ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ꎬ为体力劳动者及其子女提供更多

接受教育的机会ꎬ以防止代际流动固化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通过市场路径实现的职业代际传递

现象更为突出ꎬ从事脑力劳动职业的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更高水平的教育ꎬ进而造成机会不

平等问题ꎬ导致贫富差距增大和阶层固化ꎬ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加大教育投资力度ꎬ保障教育的

公平性ꎬ也可以缓解机会不平等问题ꎬ保障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性和社会的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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